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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证言知识可否还原为源于感知、记忆与推理的知识，这是证言知识论的核心话题。格雷科认
为还原主义和反还原主义使得证言知识过强或过弱，并且都没有注意到证言信息流中有着信念分配与信
念获取的区分。格雷科的工作属于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可以克服其理论缺陷。聆听者的证言信念度反映
了聆听者对于言说者的信任程度。完全信任与完全不信任都无法导致证言知识。证言度概念要求聆听者
是一位推理者，进而支持了还原论。基于证言度的证言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反对轻信与彰显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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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testimonial knowledge reducible to knowledge from perception, memory or reasoning?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 John Greco holds that any theory, reductionist or anti-
reductionist, makes testimonial knowledge too hard or too easy, and overlooks the hidden distin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Unfortunately, the methodology of Greco’s theory is 
qualitative. A quantitative method, therefore, can help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theory. The testimonial 
belief of a hearer reflects the degree of trust in the speaker. Neither complete trust or complete distrust results 
in testimonial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the degree of testimony asks a hearer to be rational, and it supports 
reductionism. The value of testimonial knowledge is to be against gullibility and to demonstrat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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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estimony”一词被译为“证言”，是为了强调其是一种言语行为，以及呼应其动词形式“Testify”（作证）。“Testimony”
也有其他译法，包括“陈词”、“证词”、“佐证”等。
②证言行为有着主动方和接受方两个方面，本文将前者界定为言说者，后者界定为聆听者。
证言知识指的是源于证言①（Testimony）的知
识。证言是一种断言（Assertion），它以命题为言
语内容，意图使得聆听者接受言语内容。证言还
要求言说者②具有认知权威和诚实性。证言与断言
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不要求具有认知权威和诚实性。
虽然近来有的研究者主张撒谎也是一种证言，但
是主流的观点还是支持了证言的诚实要件。[1]证言
的方式以言语为主，也包括其他信息媒介，如报纸、
文书等。源于他人的证言知识是否可还原为源于
主体自身感知、记忆与推理的知识，这是当代知
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2]，[3] 美国知识论学家格雷
科（J. Greco）新近提出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认为任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证言知识论都将使
得证言知识过强或过弱，并且证言知识可以区分
为两种类型——可还原的和不可还原的。格雷科
的研究工作是基于二分法的，是质性研究，无法
解释例如问路场景的中间情形。本文通过引入证
言度（Degree of Testimony）的概念，借助于格雷
科的信息流视角，将表明证言知识的还原主义是
成立的。这是因为人类是理性主体，完全信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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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味着放弃自我理性，证言双方的信任关系同
样呈现程度性。证言度还有助于表明证明证言知
识较之于证言信念具有更高价值，因为证言知识
主体在彰显理性的基础上避免了轻信。
一、格雷科的证言知识论
证言知识论的首要问题是证言知识的本质问
题，即证言知识能够还原为其他类型的知识吗？
证言自身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来源吗？虽然具体解
释不尽相同，但还原主义者们都主张：证言知识
不是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它本质上源自于其他
类型的知识来源，包括感知、记忆和推理。反还
原主义者们则都坚持认为，证言知识是非推理的、
直接的，证言自身足以使得我们获得知识。
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格雷科指出：“各种
还原主义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使得证言知识
变得过强。”[4]在一些场景中，我们可以发现聆听
者依靠证言得到了知识。例如，在儿童学习场景中，
[5] 母亲直接告诉她的孩子冰箱中有牛奶。按照还
原主义，孩子需要进行推理或者反思，将母亲的
证言还原到其他类型的知识来源上，才可以说自
己知道冰箱中有牛奶。儿童是否拥有知识，这是
一个富有争议的知识论问题。格雷科认为，这个
场景对还原主义构成了挑战，显然孩子是直接地、
完全地依据母亲的证言而得到了相应知识。格雷
科认为，在该情景中儿童拥有证言知识，本文作
者的立场则倾向于认为儿童不拥有证言知识，另
一方面，格雷科指出：“各种还原主义理论的最
要问题在于，……它们使得证言知识变得过弱。”
（[4]，p.277）这种解释也是不合理的，在许多常
见的场景中，聆听者没有通过言说者的证言直接
得到知识。例如，在警察问询场景中，即使嫌疑
人是配合的，警察也无法完全信任该嫌疑人。在
嫌疑人作证过程中，警察必须使用他的技巧与经
验来鉴别该嫌疑人的证言，因此警察的知识是推
理而来的。格雷科认为，这种场景对反还原主义
构成了挑战，警察是结合证言与推理得到了相关
知识。总而言之，对于证言知识论，格雷科相信
还原主义和反还原主义“一定使得证言知识过强
或过弱。”（[4]，p.274）
对于这个“过强过弱”问题，格雷科的方法
是引入信息分配和信息获取这个区分。证言是承
载信息的（Informative），在证言信息流中，知识
概念支配着两种行为，即信息分配与信息获取。
信息分配指的是言说者把信息分配给聆听者，两
者都处于同一个认知群体之内。信息获取则表明
聆听者从言说者处获得了新信息，但两者却不处
于同一个认知群体之内。在警察问询场景中，作
为聆听者的警察并不完全信任嫌疑人。其中证言
起到了信息获取的作用，证言的信息内容首次进
入了一个认知群体之中。在儿童学习场景中，孩
子和她的母亲都属于同一个认知群体。简而言之，
如果言说者和聆听者同处于一个认知群体之中，
那么证言起到了分配信息的作用。反之则起到了
获取信息的作用。
借助于信息分配和信息获取的区分，格雷科
认为存在着两类证言知识。一种可以被还原为其
他类型的知识，在这种证言知识中证言起到了信
息获取的作用。另一种则不可以被还原，在其中
证言起到了信息分配的作用。在警察问询场景中，
警察得到的知识是可还原的证言知识，警察必须
应用他的经验和技巧来获取知识，警察和嫌疑人
并不处于同一个认知群体之中。在还原的证言知
识中，证言没有起到决定性辩护的作用，认知者
还需要其他辩护来源。在儿童学习场景中，聆听
者依赖于言说者，孩子直接相信了母亲的证言，
他们是信息分享者，处于同一个认知群体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孩子得到的知识是不可还原的证
言知识，在其中证言起到了决定性辩护的作用。
回到证言知识论的主要问题，格雷科认为不存在
着一种统一的或全局的证言知识理论。还原主义
只在某些证言场景下是正确的，反之，反还原主
义也是如此。证言知识应当被区分两种类型——
可还原的和不可还原的。至此作者描绘了格雷科
的证言知识理论的基本图景。他的理论自身是能
够解决“过强过弱”问题的，但这个理论是否是
一个完善的证言知识理论，则是值得商榷的。
格雷科的证言知识论的问题在于他的二分法。
一方面，他区分了证言的两种作用和两种类型的证
言知识。但他并没有彻底贯彻二分法，他没有能够
针对性地考虑言说者和聆听者在证言知识形成过程
中的作用与责任。另一方面，二分法的缺陷在于非
此即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解释的更多的证言
场景是既非警察问询场景也非儿童学习场景的中性
场景，在其中言说者与聆听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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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极小信任的关系。格雷科的理论无法令人满
意地解释这些中间场景。例如，在问路场景中出现
的是何种类型的证言知识，可还原的还是不可还原
的？在问路场景中，我们难以认为主体拥有基于证
言的知识，而只能是基于证言的信念。米建国教授
的论文在一般知识的意义上讨论了这个话题。本
文借助这些不同版本的问路场景来考察证言知识
的本质与价值。[6]
格雷科的证言知识论同样给出了富有启发性
的研究线索，那就是从信息流的角度来看待证言
与证言知识。证言所传递的是信息，但如果没有
进一步的探究，聆听者是无法知道这条信息是真
的或假的，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也有研究者提
出这样一个场景，[7]言说者的证言是假的，但是
聆听者仍然获得了证言知识。我并不认为这个观
点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个场景中，聆听者无法得
到知识，因为知识蕴涵真。）因此对于言说者与聆
听者的认知责任，格雷科并没有详细讨论，更重
要的是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格雷科的理论
中，只有两种态度，即信任或不信任。常识告诉
我们，只有在某些极端情形中，我们完全信任或
完全不信任某人。日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某种
程度信任某人，因为我们是理性个体，所以完全
信任或完全不信任都会带来非理性的后果。
二、基于证言度的证言知识
考察一下问路场景的不同版本。在厦门大学
南普陀校门口，一名游客向一位厦大学生询问建
南大礼堂的位置。
问路场景 1：该学生十分确定建南大礼堂的位
置，因此依据自己清晰的记忆指向了一个方位。
结合着进一步的推理与思考，问路游客得到了正
确的位置信息。
问路场景 2：该学生并不十分确定建南大礼堂
的位置，因此依据自己模糊的记忆指向了一个方
位。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推理与思考，但幸运的是，
问路游客得到了正确的位置信息。
在这两个问路场景中，言说者是厦大学生，
他对于厦大校园的地理位置具有权威性，并且在
当时没有撒谎，证言的诚实要件和权威要件都得
到了满足，所以他的言语行为都是证言。两个场
景中所给出的证言信息也都是真的，但是在场景
1 中，指路学生的证言使得问路游客获得了证言知
识，而不仅仅是真信念。在场景 2 中，问路游客只
得到了真的证言信念。我们注意到，格雷科的理
论无法区分开这两个场景中的证言知识与证言信
念，也无法说明证言知识的认知价值。更重要地是，
它也无法对于言说者与聆听者的认知责任进行界
定。跳出这个泥潭的办法就是放弃关于证言作用
与证言知识的二分法，而采用一种一元的量化解
释。
从信息流的角度来看待证言，证言传递了信
息，在其中言说者分配了信息，而聆听者获取了
信息。证言是信息性的，无关真假或辩护与否。
从聆听者的角度看，我们寻求的是真信息，或辩
护的信息。我们需要信息来构建我们的信念与知
识之网，但两个问路场景表明，具有相同信息内
容的证言可能对于主体有着不同认知效果。证言
传递了信息，但信息是否被聆听者所接受，聆听
者所得到的是信念还是知识，这需要细致研究。
证言知识的研究角度有三种：第三人称视角、言
说者视角与聆听者视角。与大多数理论一样，格
雷科的理论是第三人称的，但这种研究视角并不
是“证言中的”，而是“证言之外的”。言说者的
认知责任是容易厘清的，他只需要秉持知识要件
和诚实要件，便可以被视为主动传递了知识。但
证言是否传递了知识，关键还是在于聆听者的认
知。因此从聆听者视角出发进行证言知识论的研
究，将有助于澄清作为证言接受方的言说者的认
知责任，并发现证言知识的本质。
在知识论传统上，证言行为被视为一种认知
证 据， 起 到 了 认 知 辩 护（Epistemic Justification）
的作用。普兰廷加（A. Plantinga）表达了一种典
型立场——“证言证据就是证据；而且如果我得到
了足够多和足够强的关于一个给定事实的证言证
据……所探讨的信念便拥有了足够的保证以构成
知识。”[8]从这种经典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证
言知识的获取过程中，证言证据所起到的辩护作
用是有程度的。证言的辩护度可以称为“证言度”，
即证言所具有的认知辩护的程度。在展现这个概
念的哲学意蕴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概念分
析，澄清其与信念度、信任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
关系。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有的人作证就
很得民心，有的人则应者寥寥？这种现象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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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者对于言说者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如果把信
任比喻成一个钟摆，完全信任（儿童学习场景）
是一端，而完全不信任是另一端。这两个极端都
不会出现在证言知识之中。一方面，如果出现完
全不信任，那么言说者的言语行为将没有任何效
果，证言度是零。对于言说者，聆听者总是持有
某种程度的信任，否则言说者的证言无法实现信
息传递，只是无意义的言语而已。另一方面，完
全信任意味着放弃理性，放弃理性将导致轻信，
而轻信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证言是不可以被完全
信任的。对于本文的这个论证，格雷科可能会反
驳道，并不是所有的证言都是被完全信任的，只
有诸如儿童学习案例中才出现了完全信任。的确，
有一些知识论学家主张儿童对于父母存在着完全
信任，并且基于这种信任而获得了证言知识。但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儿童尚未展现人的理性
本质，使用儿童来论证基于完全信任的证言知识
是不妥当的。在儿童学习场景中，儿童只习得了
证言信念，而不是证言知识。如果我们以一种量
化的姿态来理解信念概念，那么信念将以信念度
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有达到充分高信念的信念才
能够被称为知识。[9]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证言一
旦发生，聆听者总能获得某种信念度的证言信念，
但却不一定能够获得证言知识。证言信念的信念
度体现了证言双方的信任关系，它的取值区间将
是从代表完全不信任的 0 和代表完全信任的 1 之间
摆动，但不会达到任何一个极端。
其次，由于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在社
会交往与社会认知中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证言，
并且把证言视为证据来辩护自己的信念。证言信
念度是聆听者对于其证言信念的相信程度，证言
度构成了信念度的基本因素。一般情况下，证言
度越高，聆听者对于证言信念的信心也越高，反
之证言度越低，证言信念度也越低。但是这并不
等于证言度在所有情况下都决定了信念度。信念
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证据、情感与实用考量。由于
证言作为证据使得聆听者的证言信念获得了辩护。
在问路场景中，面对他人的质疑，游客会解释他
的信念：“那个学生就是这么说的。”在某些情况下，
情感可能成为了信念度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游
客正好遇到了与之有着相同口音的学生，出于好
感，他可能更加相信那个有着相同口音的学生的
证言。但从信息流的角度看，作为信息载体的证
言所起到的认知辩护本质上无关于情感和实用考
量。从言说者的角度看，诚实品格影响着证言力，
即证言的被接受程度。诚实个体所作出的证言会
被更多聆听者更深地接受。但从根本上讲，证言
度的影响因素还是取决于聆听者，这也意味着聆
听者在证言中负有更多的认知责任。因此有的研
究者恰当地指出“聆听者需要积极理由来获取证
言辩护，来避免轻信和理智上的不负责任。”[10]在
何种程度上接纳证言所提供的信息，这要求聆听
者进行主动分析，而这也将证言与聆听者的推理
能力与经验背景密切联系起来。总之，证言度概
念表明证言总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认知辩护，但
是它本身无法独立使得证言信念成为证言知识，
证言无法成为独立的知识来源。格雷科的信息流
理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立场。如果证言只
是提供了信息，那么信息抉择与接受程度则是交
由聆听者来完成的。聆听者必须依赖于自身的经
验与理性，以完成这一任务。
三、证言知识的价值
证言度概念支持了还原主义与理性主义。还
原主义主张证言知识可以还原为聆听者的感知、
记忆与推理。要求一个主体成为一个推理者并不
是一个格雷科意义上的“过强”要求。证言度概
念推动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推理者，这意味着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思证言者的证言，来质疑
它的真假，来寻求更多的辩护。还原主义并不意
味着人类交往之间放弃彼此的信任。我们需要信
任，但不是绝对信任，因为完全信任违反了理性
主义。理性主义主张人的本质是理性的。理性不
仅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11] 它还是一种
人之所以为人的构成性特征。[12] 人类是作为一个
理性者而存在的。面对证言信息，在认知、道德
与审慎的三重维度中，理性主义主张认知优先，
因为我们总是期待信念改变是以证据为基础的。
在当代社会，轻信现象，例如网络诈骗，时
有见诸报端。通过基于证言度的证言知识，我们
可以反对轻信，这不仅具有认知价值，也具有实
用价值。通过证言，聆听者总是能够获得证言信
念，而不一定能够得到证言知识。较之于证言信
念，证言知识有着更高的证言度。根据上一节的
分析，为了推高证言度，聆听者必须运用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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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他只是相信证言所传递的信息而已。信息自
身是无意义的，证言的价值就是于它有助于探究。
在这个意义上，证言也可以作为认知来源，因为
证言信息起到了辩护作用。反还原主义的“接受
原则”[13]便是导致轻信的理论来源。按照这个原则，
当聆听者缺少反面理由的时候，他可以不去质疑
信息源的诚实性和辩护。 这个原则对应了证言的
信任原则与诚实原则，但实际上接受原则对于证
言度有着潜在的消解倾向，因为该原则没有拥抱
证言度概念。言说者是诚实的、理性的，其证言
是辩护的，甚至言说者知道证言内容，所有这一
切都不能取消聆听者的质疑。因为往往反面理由
是通过质疑而呈现出来的，所以接受原则存在着
轻信倾向。这也表明，证言知识应该是基于证言
度的，因为证言度有助于拒斥接受原则，摆脱轻
信倾向。
证言知识与个体知识的差异就在于证言知识
强调了探究的伦理与社会维度，如信任。在没有
经验和推理表明言说者是不可信任的之前，对于
言说者的话语采取怀疑（至少是中立）立场是符
合理性的。当然，有的研究者会质疑本文的立场，
认为它将导致对于自我的刚愎和对于他人的多疑。
反还原主义的“对等原则”[14] 对于这种怀疑立场
就持有反对意见。根据对等原则，我们有权信任
自己的信念，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自己的信念是值
得信任的，他人的信念也同样是值得信任的，其
结论便是我们有权信任他人的信念。对等原则强
调了互相信任以及人人平等，但是在认知过程中，
尤其是在获取证言知识的过程中，这种原则并不
是成立的。将格雷科的二分法应用在聆听者与言
说者的区分之上，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证言知识
总是聆听者的，他承担了更多的认知责任与认知
风险。根据证言度概念，证言信息起到了认知证
据作用，证言度的高低取决于聆听者的经验与推
理。因此证言知识的另一种价值便是在反对轻信
中彰显了主体的理性。信任他人是人类本性的构
成部分，但是为了更好地信任他人，理性推理则
是更原初的和基础的。轻信与理性缺失都是意志
薄弱的表现，这甚至与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相悖的。
根据本文的研究，格雷科的证言知识论虽然
将证言知识区分为可还原的和不可还原的两种类
型，但是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还原主义立场。因
为所有那些不可还原的所谓证言知识，从证言度
的角度上看，都只是证言信念。它们缺少了成为
证言知识的必要条件，即充分高的证言度。我们
并不反对互相信任，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
互相信任，本文只是提醒人们——只有摆脱轻信
与彰显理性的聆听者才会对于言说者的证言拥有
充分高的证言度，并最终拥有证言知识。
[参 考 文 献]
[1]McCain, K. 'Testimonial Knowledge From Lies'[J]. 
Philosophia, 2014, 42(2): 459-468.
[2]Pryor, J. 'Highlights of Recent Epistemology'[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1, 52(1): 
95-124.
[3]丛杭青 . 陈词证据研究[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5, 
69-73.
[4]Greco, J. 'Testimonial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A], Henderson, D., Greco, J. (Eds) Epistemic 
Evaluation: Purposeful Epistemology[C]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6.
[5]Goldberg, S. 'Testimonial Knowledge in Early Childhood, 
Revisited'[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8, 76(1): 1-36.
[6]米建国 . 什么是德性知识论？知识的本质与价值问题
[J]. 哲学与文化 , 2012, 453（2）: 23-46.
[7]Goldberg, S. 'Testimonially Based Knowledge from False 
Testimony'[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1, 51: 
512-526.
[8]Plantinga, A. 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2.
[9]郑伟平 . 论信念的知识规范[J]. 哲学研究 , 2015, （4）: 
93-98.
[10]Audi, R. 'The Place of Testimony in the Fabric of 
Justification and Knowledge'[J].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7, 34(4): 405-422.
[11]Searle, J. Rationality in Ac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8-11.
[12]Nozick, R.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xi.
[13]Burge, T. 'Content Preservation'[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93, 102(4): 457-488.
[14]Schmitt, F. 'Testimonial Justification: the Parity 
Argument'[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2, 33(2): 385-406.
［责任编辑　王巍　徐竹］
证言知识及其价值
